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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动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综述

温　 艳

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有关抗战动员的研究成果相对分

散，尚待深入研究。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１６ 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战争动

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会议遴选出 ３０ 篇论文，并邀请多名专家对论文进行点

评。 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 ６０ 余名学者与会。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在开幕式上指出：战争动

员的研究已不是军事史研究的附属，而是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战时经济格局、民众思想观

念等多个方面。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的主题演讲《数字档案的进步与历史研究的发展》，重

点阐述了数字档案的国际共享对推动抗战史研究及国际史学的重要意义。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国民政府的战争总动员、中共根据地的政治动员、国统区的经济与社会动

员、基层动员与社会秩序、日本与沦陷区的动员等主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一、 国民政府的动员

战争动员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总动员？
动员的效果如何？ 本场讨论主要围绕国民政府全民动员进行了深入探讨。

廖利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动员体制的筹划》认为 １９３４
年及 １９３５ 年国民政府相关人士赴欧洲考察后，在吸收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的战争动员理论的

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总动员”的理念，１９４２ 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和国家总动员会议的成立标

志着中国战争动员体制的最终确立。
张艳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的《浅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的计划与实施》

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国民经济动员，但因动员过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抗战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成效。 杨俊（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论抗战经济总

动员政策的确立》则认为，全面抗战之前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动员而非建设，因此国

民党经济动员的开展并非如张艳萍认为得那般迟缓。
张智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抗战时期国家总动员会议的创立与运作》指出，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作为管理国家总动员事项的最高统制机构，但因

战时物价急速上涨、物资短缺、管理困难，其物价管制职能逐渐向经济管制职能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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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平（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动员：基于国际劳工大会的观察》
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利用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机会进行广泛动员，提出援华制日是抗战时期中

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特点，但同时国际劳工组织的制度限制也影响了援华制日的实质效果。
吴启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抗战建国”：抗战、建国》一文认为，正是在抗日御侮

这一前提下，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加速，中华民族的国族构建认同感增强。 参会学者指出，抗战时

期的族群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妥协来争取他们对抗战和国族认同。 在讨论中，
王建朗、高士华、张瑞德等从国外的理论和战争实践，以及现代化“有机体理论”等方面，进一步探

讨了抗战建国问题，认为中华民族在抗日御侮过程中形成共同体，是国族构建的重要因素。

二、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动员与根据地建设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近年来成果颇丰。 本次研讨会关于根据地的组织与动员主要涉及群众

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等，同时对中共在城市的管理与动员、医疗卫生、知
识分子动员、报纸与读者动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汪效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组织与动员：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的生长逻

辑》以华中根据地为例，探讨中共如何通过组织群众团体来实现“组织人民的大多数”，认为该方法

是根据地民众动员的最有效手段。
李瑞峰（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与参军动员———以榆

社县为例》论述了太行根据地榆社县如何把群众运动与参军动员有效结合的问题，认为中共将军

事动员与减租斗争、反贪污斗争、反恶霸斗争等群众斗争相结合，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针，党内党

外严密的组织动员为依托，完善的拥军优抗政策为保障的动员体系。
王富聪（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的《抗战时期中共城工部门对城市工作的动员研究———以晋察

冀、山东、晋绥根据地城工部门为中心考察》主要关注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城市的动员，认为 １９４０ 年

后，各个根据地开始成立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向敌后城市派遣干部，对城市工作进行了广泛而细

致的动员工作，既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也为抗战胜利后夺取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皮国立（台湾中原大学）的《抗战时的群众卫生与政治动员：以陕甘宁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

中医药政策为例》关注根据地如何通过改善医疗，发扬传统的中医，从而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动员，
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把发展中医作为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实行中西医结合，把中

西医更多纳入政治决策，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从而有效地组织了群众。
董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重庆〈新华日报〉及其读者群研究》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利

用《新华日报》对读者进行宣传动员。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形成以学生、工人、公务员为主体，遍布社会

各界的读者群体，在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上，加强报纸影响社会的深度和力度，对读者群体进行有效的动员。
吴云峰（黄山学院）的《淮北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征收中的“反隐瞒”斗争》提出，淮北根据地

党组织在征收公粮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措施逐步减少了农民对土地及收获物的瞒报现象，保证了

救国公粮的顺利征收。
郝昭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消灭赵保原：抗战时期中共在胶东的崛起》，研究了抗战

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发展，认为中共在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胶县战役中消灭赵保原对山东政局的走向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影响。
宋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灭敌人耳目”：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通过“打狗运动”这

个“交汇点”，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共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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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统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基层动员与建设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持续抗战，在国统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动员。 本次会议关于国

统区的动员主题主要涉及捐献运动、粮食与能源动员、青年与教育动员等。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国内民众、海外华侨积极参与捐献运动，是支援抗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林桶法（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的《献机运动的形塑及捐献运动的问题》考察了抗战时期捐献运动

的由来与领袖形象的塑造。 他认为，１９３６ 年国民政府以为蒋介石祝寿为名开展捐献飞机的运动，
民众逐渐被动员起来。 在此过程中，蒋介石的形象和权威得到刻意的塑造。

王荣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行业变迁、统制经济及粮食动员———战时国民政府对重

庆机制面粉行业的管控》以抗战时期的重庆面粉业为例，探讨了国民政府对粮食的管控与动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宏观调控，而面粉统制则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本次会议论文还涉及中国远征军和知识青年从军的问题。 杨维真（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的
《中国远征军与战时云南（１９４２—１９４５）》探讨了中国远征军与战时云南的关系，以及云南对中国远

征军的支援与贡献。 文章认为这一时期远征军司令部与云南高层保持了友好关系，使给养、驻防都

获得了可靠保障，有力地支持了对日反攻作战。 陈英杰（台湾宏国德霖科技大学）的《抗战后期的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讨论了抗战时期知识青年被动员从军的问题。 他认

为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开始思考如何组训青年。 抗战后期，蒋介石把计划付诸实施。 知识

分子从军是中国在抗战后期面对存亡危机的一次大规模动员，但国民政府付出的成本也很高。
项浩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沦陷前丰县的抗战动员与地方秩序：以〈黄体润日记〉为中

心》考察了在徐州沦陷前，徐州所属县如何进行抗战动员与维护地方秩序。 通过黄体润日记可以

看到，县级政府在基层动员方面至为关键，一方面征募物质、抽调壮丁，募集救国公债，支持前线抗

战，另一方面还要剿匪、维持地方治安。
梁善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燃煤之急与能源动员：抗战时期西安“煤荒”之演化

与政府因应》考察了能源方面的动员，认为陕西省政府与中央通过统制煤炭运销推动供给结构改

革，保障了煤炭供给的稳定。
赵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以华侨之名：华南抗战初期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认为抗战初期的东江华侨服务团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却是中共将侨务从海外推展

至国内、结合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的全新产物。
谢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与政治动员研究》考察了抗战

时期新疆的政治动员，认为社会教育在动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夏巨富（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的《国难中的“地税救国”：战时土地税的实施及其转轨（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认为随着战时财政危机日趋加剧，国民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土地税法令。 战时地税的

实施最终在国难中实践了“地税救国”的初衷。

四、 沦陷区的动员

近年关于沦陷区的研究也是抗战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对此，本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日本的视角来讨论战争动员，涉及日本的防疫体系、粮食统制及日本在华的宣抚班等问题；
二是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动员等相关问题。

０４１



温艳 ／ “战争动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钰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全面抗战初期日军的防疫体系———基于日本军方档案的研

究》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在沦陷区防疫体系的构建。 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建立了

一套防疫体系，但建立这一体系的根本目的不是保障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而是避免传染病疫情波

及日军。
季泓旭（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总体战体制下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经济控制》认为日

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完全移植了日本“国家总体战”体制，是日本“国防国家”体制在中国东北

的移植与扩展。
抗战时期，日本的宣抚班可以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条战线。 吴婉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的《糖衣与良药下的炮弹：日本宣抚班在华沦陷区的战争宣传》主要考察了宣抚班如

何在沦陷区开展宣传活动，并实现侵华目标。 认为日本在沦陷区通过开展民众运动，制造有利于日

本的舆论基础，以此维护和巩固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而宣抚班则充当了重要帮凶。
沦陷区的日伪基层动员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话题。 郭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汪伪政府

“清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探讨了汪伪政权在“清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问题，认为这种宣传动员

因其反动性、欺骗性、矛盾性，损害了民众利益，再加上中共的反“清乡”斗争，最终归于失败。
赵秀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青岛沦陷初期日伪对民众的动员活动———以〈青岛

新民报〉为中心的考察》，通过《青岛新民报》的报道，考察了青岛沦陷后，日伪如何对民众进行宣传

动员。 认为日伪的动员对象非常广泛，大部分民众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动员活动之中。
大野太干（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从“满洲国”的粮食统制看“动员”》，认为日本把伪满

洲国的粮食特别是大豆作为获取外汇的重要手段，分析了粮食动员与战争的关系。
此外还有关于战争与性别的研究。 柯惠铃（台湾中原大学通识中心）的《战争、记忆与性别：女

性口述访问记录中的抗战经验》通过考察女性群体的记忆，展现了战争中除了军事以外的婚姻家

庭、人口流动等层面，对于了解战争时期的一般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五、 综合讨论

本次会议的一个创新之处是在专题讨论之后又专门设置了综合讨论。 综合讨论会上，学者们

对战争动员研究各陈所见。 林桶法倡导从比较的角度去思考历史，强调时间轴和空间轴的观念。
杨维真强调了动员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认为要重视区域的差异性，并对战争动员中的精神动

员、妇女记忆等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高士华认为目前学界的研究和本次会议内容还是以战争

动员和社会动员居多，而其他方面动员的研究相对薄弱，建议以后继续组织开展这类讨论。 李金铮

希望青年学者能秉承求真求实的态度，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时空问题。 臧运祜希望研究者在选题视

野、区域性、动员的理论性阐述等方面能继续深入探讨。 柯惠铃希望尝试从妇女史的角度来理解战

争的多面性，并对历史的书写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波多野澄雄提出了战前和战后的连续性问

题以及战争对日本民众的影响，并解释了与会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何日本的战争动员体制建

立时间较晚？ 这是因为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初期采用的是速战速决的战略，故而并未进行全方位

的动员，直到初期的战略失败后，才开始建立全民动员体制。 王建朗和李学通就历史的“碎片化”、
史实重建与价值判断等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

〔作者温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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